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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会带来制造业变革，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有待考证。在对人工智能政策量化的基础上，研究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分类探讨我国内地各省市的人工智能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正逐渐显露，较早颁布区域性人工智能政策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也较大，市场拉动型人工智能政策较其它类型政策的效应明显，科技经费投入和制造业就业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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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bring changes t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ies 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s yet to be verified. Based on policy quantif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it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ie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by classifying them into different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s becoming apparent; the earlier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that promulgated reg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ies 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the effect of market-driv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is more obvious than other polic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and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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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实早在2017年之前，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已有部分省市出台了人工智能相关政策。例如，2014年，中关村科技园推出了《关于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安徽出台了《安徽省智能语音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河南洛阳出台了《洛阳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引进和培育行动方案》和《洛阳市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三年攻坚行动计划》，重庆市推出了《实施制造业装备智能化提升行动》。当前，智能制造正成为制造业变革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结合，究竟会不会影响制造业就业？各地区不同的人工智能政策措施是否意味着不同的人工智能政策效应？对此类问题的探究对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提前做好相应规划和布局，以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制造业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影响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也有类似的两面性，既有替代效应，又有创造效应，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的双重作用体现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就业变化的影响效果[1]。Acemoglu等学者[2]分析了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情况，认为机器人的增加会降低就业率和工资。国内有学者发现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具备了大规模普及和应用的条件，这将形成对传统劳动力的规模性替代[3]，未来5年，机器人对制造业简单重复劳动工种的替换率将达到25%[4]，还有国内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对常规性、程序性工作岗位的冲击较大，人工智能的替代范围不只局限于蓝领岗位，一些白领岗位也面临被替代的风险[5]。
然而，也有相反的观点。Metra Martech市场调研公司2015年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报告认为，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实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而非消极，并认为未来5年机器人将为全世界创造100万个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国内有学者认为，虽然人工智能会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构成挑战，但不会完全替代人类就业[6]。还有学者基于北京市典型制造业企业开展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存在极化现象，但是“机器换人”在北京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7]。

1.2 人工智能政策效应
产业政策是政府保护、促进和扶持特定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江海潮[8]认为产业政策效应的均衡水平由产业政策激励因素、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因素、市场竞争激励因素、地方政府战略偏好等因素共同决定。余明桂等人认为[9]，产业政策能够通过信贷、税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重点鼓励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我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发端于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随着国家对人工智能产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袁野等人[10]将人工智能政策分成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环境类政策的作用是为人工智能产业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供给类政策的作用是提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需求类政策的作用是为产业发展扩大需求，开拓市场并提供相应管制措施，并认为，创新、平台、人才和融合发展是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11]。刘洪波等人[12]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下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特征与政策议题的关注情况，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产业变革，而忽视了应有的制度规范和风险规避。章小童等人[13]使用内容分析和主题词共现网络分析对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文件进行了研究，旨在揭示各项政策文本内容的主题分布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工作是政策布局的关键组成部分;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主题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作为一种新鲜事物，针对人工智能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刚刚开始，相关研究处于描述、界定和剖析层面，政策研究和评价大多集中于逻辑分析，停留在定性阶段，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在人工智能政策文本量化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开展定量研究。
2 人工智能政策量化标准和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各类科技政策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成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探索[14]，在研究过程中引入统计学和文献计量学等学科方法，通过内容挖掘、识别、分析等，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借鉴彭纪生教授的科技政策文本量化方法和政策量化标准操作手册，挖掘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内容，利用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三项指标对我国内地各省市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进行量化[15]。人工智能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通过律商网和政府门户网站检索获取，政策样本范围覆盖全国性、省、市（含省会城市及地级市）三个层级。
政策文献的选取基于以下四项标准：（1）政策标题必须含有“人工智能”“智能”等关键词；（2）发文单位为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3）保留方案、规划、计划、意见和通知等政策类型，删除批复和会议记录等工作文件；（4）政策必须现行有效。在评判标准中，“政策力度”根据发文机构的权利大小，依照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条例和规定、暂行规定（或意见、批复、办法）、通知，按5分制进行打分；“政策目标”根据政策中目标描述语气的强弱程度和详细程度，按5分制进行打分；“政策措施”根据政策中所提及措施的具体程度按5分制进行打分。具体打分标准见表1。
表1 人工智能政策量化标准
	政策力度
	根据发文机构权力大小

	5
4
3
2
1
	省市等地方性法规
政府及各部门颁布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
政府及部门颁布的条例、规定
政府及各部的意见、批复、办法、暂行规定
政府及部门的通知

	政策目标
	文件对政策的描述

	5
4
3
2
1
	“必须”、“严谨”、“严格遵照”、“严格执行”等最强最详细的描述
“不得低于/超过”“严格使用”等强语气详细的描述
“充分利用”“充分调动”“最大化使用”等较强语气描述
“在······的前提下，亦可”“完善”“健全”“支持”等条件一般性的描述
“可根据”“加强”“增加”等一般性描述

	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详尽程度

	5
4
3
2
1
	列出具体措施，并对每一项进行严格的执行与控制标准，并对其进行具体详尽的说明
列出具体措施，并对每一项写明严格的执行标准，并给出一定的说明
列出较具体的措施，并简单的说明
列出基本措施，无说明
仅从宏观角度谈及相关内容，无具体措施


用AIP（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表示人工智能政策，AIPi，p表示p省市i年人工智能政策得分。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量化得分公式为：


其中i表示年份，p表示省市，N表示i年颁布的政策数目，j表示i年颁布的第j项政策，G1j、G2j、G3j分别表示第j项政策的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力度，依照上述公式计算各省市年度人工智能政策得分。
3 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研究假设和数据来源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制造业的融合，将会引发产业变革，人工智能融入制造过程，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和创造双重效应引致的总效应的不确定性有待考证，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的不同措施的效果也有待考证。因此，研究提出假设:
H1: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我国城镇制造业就业有消极影响，即人工智能政策会带来制造业员工失业，影响制造业就业规模。
H2:人工智能政策的不同措施会影响人工智能政策对就业影响的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1）依据现有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内容，针对智能制造的人工智能政策措施可以分为两类，基础推动型措施和市场拉动型措施。其中，政策的着力点或措施中强调从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环节，鼓励研发、平台建设、成果转化，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支持的，称为基础推动型政策措施；政策的着力点或措施中强调需求牵引、应用牵引、推进上下游互为应用场景、实施首台（套）设备保险补偿制度、智能制造示范带动、支持智能制造企业开拓市场、实施政府采购、用户补贴等，称为市场拉动型政策措施。（2）研究依据各省市2015年至2018年的人工智能政策和经济活动数据开展，原始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数据处理。
3.2 变量设计
3.2.1 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
人工智能政策指数（Index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简称IAIP。用AIPi，p表示i年p省市出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得分，AIPi，p用上述政策量化方式获得。用IAIPi，p表示i年p省市的人工智能政策指数，IAIPi，p可以表示为：
IAIPi，p=AIPi，p+ IAIPi-1，p（i=2015,2016,2017,2018）
用NAIP（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表示全国性人工智能政策得分，NAIPi表示i年全国性人工智能政策得分，NAIPi用上述政策量化方式获得。用NIAIP （National Index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表示全国性人工智能政策指数，NIAIPi表示i年全国性人工智能政策指数，NIAIPi可以表示为：
NIAIPi=NAIPi + NIAIPi-1（i=2015,2016,2017,2018）
用TIAIP（Total Index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表示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TIAIPi，p表示i年p省市的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由于各省市经济活动不仅受到各自地方性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全国性政策的影响，因此，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不仅包括该省市已出台人工智能政策指数，还包括全国性已出台人工智能政策指数。换句话说，p省市i年的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TIAIPi，p由两部分加总而成，一部分是p省市已出台的人工智能政策指数数值，一部分是全国性的人工智能政策指数数值。因此有：
TIAIPi，p= IAIPi，p + NIAIPi（i=2015,2016,2017,2018）
3.2.2 人工智能政策措施
引入虚拟变量--人工智能政策措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Focus），简称AIPF。用AIPFp表示p省市人工智能政策措施，并设定：
（1）AIPFp=1，若p省市人工智能政策中包含有市场拉动型政策；
（2）AIPFp=0，若p省市人工智能政策中没有包含市场拉动型政策。
3.2.3 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
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Chang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Scale，简称MES）用制造业就业数量变化表征该项指标。用MESi，p表示i年p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用ΔMESi，p表示i年p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有：
ΔMESi，p=MESi，p-MESi-1，p（i=2015,2016,2017,2018）
3.2.4 科技经费投入
科技经费投入（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简称STF。用STFi，p表示i年p省市的科技经费投入。
3.2.5 地区生产总值变化
用ΔGDP表示生产总值变化（District Change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用ΔGDPi，p表示i年p省市的GDP变化，有：
ΔGDPi，p=GDPi，p-GDPi-1，p（i=2015,2016,2017,2018）
各变量指标设计和说明见表2。
表2 变量设计和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变量设计

	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TIAIPi，p）
	TIAIPi，p表示i年p省市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
	TIAIPi，p = IAIPi，p + NIAIPi 。
其中，IAIPi，p = AIPi，p+ IAIPi-1，p
NIAIPi = NAIPi+ NIAIPi-1

	人工智能政策措施
（AIPFp）
	虚拟变量
	若p省市人工智能政策中包含有市场拉动型政策，则AIPFp=1；否则，AIPFp=0

	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
（ΔMESi，p）
	ΔMESi，p表示i年p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
	ΔMESi，p=MESi，p-MESi-1，p

	科技经费投入
（STFi，p）
	STFi，p表示i年p省市的科技经费投入
	采用公开的统计数据

	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ΔGDPi，p）
	ΔGDPi，p表示i年p省市的GDP变化
	ΔGDPi，p=GDPi，p-GDPi-1，p



3.3 回归分析
以各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为被解释变量，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为解释变量，各省市科技经费投入、地区生产总值变化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回归模型（1）如下：
ΔMESi，p=α0 + α1TIAIPi，p + α2  STFi，p + α3ΔGDPi，p                                          （1）
以各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为被解释变量，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综合指数为解释变量，各省市科技经费投入、地区生产总值变化作为控制变量，人工智能政策措施为虚拟变量，构建回归模型（2）如下：
ΔMESi，p=β0 + β1TIAIPi，p + β2  STFi，p + β3ΔGDPi，p + β4 AIPFp                       （2）
利用spss进行回归，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
	Sig.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Model（1）

	Intercept
	-2.61
	-1.482
	-1.474
	0.144
	-6.128
	0.908

	ΔGDPi，p
	近似为0
	0.34
	0.344
	0.731
	-0.001
	0.001

	STFi，p
	-0.011
	-5.349
	-5.349
	近似为0
	-0.015
	-0.007

	TIAIPi，p
	0.007
	0.685
	0.679
	0.499
	-0.013
	0.027

	Model（2）

	Intercept
	-2.591
	-1.482
	-1.423
	0.158
	-6.209
	1.027

	ΔGDPi，p
	近似为0
	0.048
	0.343
	0.732
	-0.001
	0.001

	STFi，p
	-0.011
	-0.701
	-5.266
	近似为0
	-0.015
	-0.007

	TIAIPi，p
	0.007
	0.058
	0.666
	0.507
	-0.014
	0.027

	AIPFp
	-0.086
	-0.005
	-0.05
	0.96
	-3.529
	3.357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区域差异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政策和制造业就业变化有弱相关性，不显著；GDP的变化和制造业就业的变化的也有非常弱的正相关性；科技经费投入和制造业就业变化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人工智能政策措施变量后，模型（1）的结论仍然成立，而政策措施和制造业就业变化有弱的负相关性，但不显著。
3.4 基于时间分组的描述性统计和非参数检验
从各地人工智能政策实施时间的角度考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Group 1）为较早发布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省市，具体指全国性的人工智能政策发布之前就已经有相关人工智能政策的省市，包括北京、安徽、福建、广东、河南、山东、山西、上海、浙江、重庆，第二类（Group 2）是2017年之后发布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省市，包括甘肃、广西、贵州、河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四川、天津，第三类（Group 3）是截止到2019年3月底未发布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其它省市，包括海南、吉林、宁夏、青海、陕西、西藏、新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组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峰度
	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Group 1
	IAIP
	49.633
	37.5
	5.93
	2.023
	0
	205

	
	ΔGDP
	3 085.458
	2 707
	2.4
	1.315
	41.09
	9 024.32

	
	STF
	922.357
	759.1
	-0.787
	0.537
	132.5
	2 343.6

	
	ΔMES
	-8.168
	-7.515
	0.949
	-0.347
	-34.15
	15.78

	Group 2
	IAIP
	5.974
	0
	3.664
	2.121
	0
	51

	
	ΔGDP
	1 663.353
	1 514.52
	4.528
	-0.092
	-6 496.49
	8 512.66

	
	STF
	444.239
	363.4
	6.64
	2.574
	62.3
	2 260.1

	
	ΔMES
	-8.442
	-5.56
	0.838
	-1.053
	-33.77
	4.73

	Group 3
	IAIP
	0
	0
	-
	-
	0
	0

	
	ΔGDP
	560.449
	337.67
	3.577
	1.885
	51.34
	2 499.22

	
	STF
	102.342
	45.45
	2.517
	1.849
	2.2
	460.9

	
	ΔMES
	-1.391
	-0.65
	12.096
	-3.166
	-10.92
	1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第一类和第二类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和第三类省市差距明显。（2）第二类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平均值的绝对值大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而三类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中位数的绝对值依次递减。（3）三类省市GDP变化（ΔGDP）、科技经费投入（STF）呈阶梯分布，差距明显，并且科技经费投入和GDP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即科技经费投入越多，GDP增加的越多。
对三类研究对象进行独立样本中位数检验和Kruskal Wallis检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见表5。
表5 非参数检验结果
	变量
	独立样本中位数检验
	[bookmark: OLE_LINK1]Kruskal Wallis检验

	
	卡方
	df
	Sig.
	卡方
	df
	Sig.

	ΔGDP
	30.018
	2
	近似为0
	30.065
	2
	近似为0

	STF
	24.318
	2
	近似为0
	42.793
	2
	近似为0

	ΔMES
	23.094
	2
	近似为0
	19.217
	2
	近似为0


注：显著性水平为0.05
从非参数检验结果来看，在置信区间为95%的情况下，GDP变化（ΔGDP）、科技经费投入（STF）、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的Sig值均近似为0，说明三个变量在三类分组上有显著差异。因此，不同地区的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有显著影响，人工智能政策得分越高，制造业就业规模下降越明显，理论假设H1得到验证。
3.5 基于政策分组的描述性统计和非参数检验
通过各地区人工智能政策的语意分析，可以把已经发布人工智能政策的23个省市分为两类，其中，包含强调市场拉动型措施的省市划为一类（Group 4），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四川、天津、江西、江苏、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其他的省市分为一类（Group 5），称为基础推动型，主要包括山西、浙江、重庆、甘肃、贵州、河北、黑龙江、湖北、湖南、辽宁、内蒙古。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6。
表6 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组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峰度
	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Group 4
	IAIP
	187.167
	201.5
	-0.037
	0.292
	69
	412

	
	ΔGDP
	3 207.526
	2 551.28
	1.165
	1.318
	709.99
	9 024.32

	
	STF
	923.161
	563.15
	-0.932
	0.671
	105.9
	2343.6

	
	ΔMES
	-9.743
	-9.39
	0.408
	-0.077
	-34.15
	15.78

	Group 5
	IAIP
	163.393
	179
	-1.401
	-0.351
	69
	269

	
	ΔGDP
	1 271.624
	1 457.12
	5.862
	-1.601
	-6 496.49
	4 516.64

	
	STF
	356.43
	302.2
	2.171
	1.551
	62.3
	1 266.3

	
	ΔMES
	-6.773
	-3.91
	3.319
	-1.724
	-33.77
	0.92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市场拉动型组别的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的平均值和中位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基础推动型组别，市场拉动型组别的GDP变化（ΔGDP）和科技经费投入（STF）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基础推动型组别的相应变量，这意味着市场拉动型政策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市场拉动型政策对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和GDP的影响更大，市场拉动型省市的科技投入也较大。
对两类研究对象进行独立样本中位数检验和Kruskal Wallis检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见表7。
表7 非参数检验结果
	变量
	独立样本中位数检验
	Kruskal Wallis检验

	
	卡方
	df
	Sig.
	卡方
	df
	Sig.

	ΔGDP
	6.431
	1
	0.011
	12.473
	1
	近似为0

	STF
	15.858
	1
	近似为0
	17.576
	1
	近似为0

	ΔMES
	5.219
	1
	0.022
	3.29
	1
	0.07


注：显著性水平为0.05
从非参数检验结果来看，在置信区间为95%的情况下，GDP变化（ΔGDP）、科技经费投入（STF）的Sig值小于0.05，说明两变量在两类分组上有显著差异。在置信区间为95%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的中位数在两类分组上也有显著差异，在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置信区间为90%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ΔMES）在两类分组上也显示出显著差异。
因此，综合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和非参数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市场拉动型政策措施下，和基础推动型政策措施比较起来，GDP增长快，科技经费投入也更多，对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影响也更大，不同的政策着力点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理论假设H2得到验证。
4 研究结论和建议
4.1 研究结论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意义深远。本文通过定量研究发现：
第一，人工智能政策和制造业就业变化呈负相关性，虽然目前还不显著，但是越是较早颁布人工智能政策的省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越明显，这说明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正在逐渐显露。
第二，虽然科技经费投入和GDP的增加有明显的关联，但是科技经费投入对制造业就业的消极影响也很显著。
第三，市场拉动型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更明显。相比基础推动型政策，市场拉动型政策的GDP变化和制造业就业变动更明显，科技经费投入也更大。这也意味着，针对制造业的人工智能政策不同的政策措施和着力点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市场拉动型政策措施对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影响更大。
4.2 建议
首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长期来看，科技进步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管理创新[16][17]，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然而，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制造业的基础性、推动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各省市当前多强调从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环节，鼓励研发、平台建设、成果转化，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支持，市场拉动型工具使用不足。未来针对制造业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应强调和鼓励应用示范，强调需求牵引、应用牵引、推进上下游互为应用场景，鼓励和支持智能制造企业开拓市场，并制定相关标准，为智能制造企业的智能应用保驾护航。
其次，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变化，采取积极应对措施规避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结合带来的风险和消极影响，在相应政策制定中明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相应制度或措施，例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技术性失业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风险[18]；健全公共就业平台建设，完善职业指导与职业咨询服务，对就业困难劳动力提供市场急需技能的培训，助力劳动力顺利转岗或再就业；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转岗培训和再就业补偿和指导；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创新研究，创新灵活就业渠道，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创新性的人力资源服务；鼓励和引导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重视培养人工智能及相关产品研发领域及应用领域的纵向和横向跨界人才的培养[19]，注重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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